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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

蔡昉 都阳 王美艳

一  改革前后的户籍制度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大都倾向于采取歧视农业的政策 即通过价格干预 财

政与金融政策 以及贸易保护 扭曲汇率等政策 把剩余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

移 这些政策干预导致经济体制的扭曲 收入大规模从农村向外转移 最终造

成农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受到阻碍 如果政府不对城乡的生产活动和要素市场

进行干预的话 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将会从农业流出 使得两个部门的报酬在

地区间趋于相等 为了稳定住这种有利于工业部门的配置格局 政府需要作出

相应的制度安排 政府出面人为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开的政策 是一种具有

中国特色的扭曲性发展政策及其制度环境

中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传统体制的产物 在 1978 年改革以前 政府
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相应地把城乡经济关系变成了计划控制的组成部分

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被人为阻断 与轻工业相比 重工业的资本密集程度高

劳动吸纳能力较弱 因而 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牺牲掉大量的就业

机会 因此 国家要针对就业问题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为了进一步控制劳动

力从农村流出 同时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业以及其他福利的不外溢 户籍制度

应运而生 1958 年政府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确立了一套较
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 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 限制城市间人口流

动 由于能够有效地把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 城市福利体制就可以相

应地建立起来了 除了诸如住房 医疗 教育 托幼 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福

利之外 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是这种福利

体制的核心

80 年代以来 上述旨在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若干制度方面都不同程度地
进行了改革 家庭承包制的普遍推行 农产品市场逐渐放开 以及生产要素市

场的发育 推动了劳动和资本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流动 相应地 由于户籍

制度有所放松 城市福利体制开始改革 劳动就业也逐渐市场化 劳动力的流

动性愈益加强 大批外来工在城市部门受雇用 然而 一系列不利于农村劳动

力转移的政策仍然存在 地方性就业政策仍然给予城市人口以高度的优先地位

制定种种政策和规制排斥外地劳动力 例如 政府规定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

必须同时获得迁出地和迁入地政府的批准 取得打工许可证 城市暂住人口登

记证等证明文件 这提高了迁移者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成本 许多大中城市政

府还规定了企业不得雇佣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和岗位 提高了企业的雇佣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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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则使得迁移者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服务

在所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中 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是最为基本的

制度约束 是妨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制度根源和义理性所在 首先 户籍

制度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家属不能得到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

认可 他们的迁移预期只能是暂时性的或流动的 其次 所有在就业政策 保

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 都根源于户籍制度 并通

过是否具有本地户口而实施 第三 虽然城市偏向政策的许多方面都已经或正

在进行改革 但只要户籍制度存在 就存在着政策反复的可能性

由于迁移者通常不能获得合法的工作机会和永久的居住许可 是国际劳动

力非法流动的重要特点 与中国目前面对户籍制度制约从而在就业市场上受到

歧视的流动劳动力状况相当类似 一些学者把两者相比较 并揭示其一系列相

似性 Solinger 1999 Roberts 2000 但是 研究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最大
的差别在于 在一个国家内部 不管农村与城市之间具有多么严重的制度或文

化壁垒 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仍然是一个互相影响和彼此联系的经济 而把整

个经济变化以及制度环境作为迁移研究的背景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在什么条件

下户籍制度改革才有望突破 即公民可以自由获得城市户口 劳动力市场不再

有歧视 塞林格 Solinger 1999 认为取决于两个时机的出现 其一是劳动力
需求格局的变动 即城市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提高 可能成为

体制转变的契机 其二是城市劳动力的保障程度 即如果他们的就业保障比较

确定时 外来劳动力的权利也会相应提高 但是 她未能解释通过怎样的渠道

城市就业形势会影响户籍制度的松紧 也未能回答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劳动力

的保障基础是什么

二  户籍制度得以维系的制度原因

发展经济学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普遍存在的对农业 农村的歧视政策

时 通常有两种主要范式 其中一种理论把这种政府手段看作是旨在迅速实现

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坚信 工业

部门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催化剂 而对农业征税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绝对必要的财

政支持(例如 Krueger, 1992) 而以李普顿 Lipton 1977 和贝茨 Bates 1981)

为代表的一种理论 则尝试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寻求答案 认为农业之

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歧视 是因为城市阶层在政治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农

民缺乏政治力量在于其因居住分散而导致的集体行动中过高的沟通成本 以及

由于单个农民的产品只是农业产出的微小份额 因而造成免费搭车现象 奥尔

森 Olsen 1985 把农民人数多而政治力量弱的这种特点称作 数量悖论

从我们前面的历史考察可以懂得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人为

分割 是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手段 当时经济政策的制定是由政府领导

人 在不直接受到利益集团影响的情况下作出 并且由各级政府逐层贯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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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一级政府的职能都相对简单化 即它们只需作为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功能

部分 贯彻中央政府的计划和战略意图 对上一级政府来说 只需通过行政层

级有效监督下级的表现 并依据其表现作出评价就足够了 在这样的决策机制

下 普通居民只要表示其对上级政策的拥护和贯彻决心 而新闻媒体则是论证

和展现这些政策正确性的工具

在户籍制度下 与短缺相联系的定量配给制和住房 医疗等福利分配 以

及就业的铁饭碗是把农村居民排除在外的 城市居民享有一种相对的特权 是

户籍制度的受益者 因此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 意味着构成对城市居

民特权的冲击 会引起后者的不满甚至抵制 城市居民对外来劳动力的消极态

度 以及寻求政策保护的要求 是通过两种方式表达出来的 第一种方式是通

过投票 vote 倾向表达 中国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在城市区一级实行
直接选举人大代表 下一级人大代表投票选举高一级人大代表 每一级人大投

票选举同级人民政府组成 因此 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对本地居民利益负责

从而居民意愿可以通过对基层人大代表的选择得到表达 进而反映在对各级政

府的选择中 第二种表达方式是抱怨 voice 相应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通过报纸
电台 电视等舆论工具 以及各种场合表达某种情绪

改革以来 作为经济结构多样化的结果 社会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也日趋显

现 新闻媒体现在面临着双重目标 政治上与政府保持一致和经济上保持盈利

这要求其同时反映政府和读者的关注点和意愿 中国媒体长期以来就面对着 报

喜 与 报忧 之间的两难选择 即是说 政府要求其履行一个正面宣传者的

职能 而广大读者要求其反映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 而在这个情形 新

闻媒体恰好可以把居民对外地劳动力与其竞争就业岗位的抱怨 与城市政府对

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结合起来 达文 Davin 2000 指出了政府 记者和城市

居民在把外地劳动力作为埋怨对象时所具有的一致性 但她没有能够把这个问

题与制度背景联系起来 从而未能揭示城市居民对外地劳动力持如此消极态度

的真实动机

各级政府作为寻求政治收益最大化的主体 通常会在政策制定的政治成本

和政治收益之间进行选择 最终出台那些政治净收益最大化的政策 Downs,
1957 由于地方政府是由本地选民间接地 以及本地人民代表大会直接地选举
产生的 自然是首先代表本地居民的利益 目前在中国政府行政系统中实行的

考核制度 使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当地居民的投票和舆论 在这种考核制度下

各级政府的业绩每年都要依据一系列考核标准进行评价 在这些考核标准中

某些关键性的指标被认定为 一票否决制 即一旦政府未能符合这些考核标准

则意味着考核失败 这类用作 一票否决 的考核指标在各地不尽相同 但有

两个是中央政府给予高度重视 并在各地当作 一票否决制 指标的 计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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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超生率和突发事件发生率1 如果出现超生现象和突发事件 地方政府则不能

通过考核 领导班子便被认为不称职 从这一点来说 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意

味着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的评价 而舆论界的抱怨则是反映潜在的政治压力的

晴雨表 本地职工失业日益严重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突发事件 对于城市政府来

说 是极其昂贵的政治成本 顺应本地居民的意愿 地方政府有了一个可以归

咎失业责任的对象 并可以通过保护性政策对本地居民的意愿作出正面反应

其结果是 城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 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业 阻碍劳

动力流动 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继续分割 可以说 维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

二元劳动力市场 是经济转轨时期的一种政治安全保障

三 粮食 就业与迁移数量决定

在户籍控制的条件下 政府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 通过户口配额安排计划

迁移 由于城市户口是稀缺资源 如果政策环境相对宽松 户口迁移的自由度

就会高一些 反之 如果约束条件较紧 就倾向于选择更为严格的政策 在改

革之前 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是制约性的因素 是城乡居民得以温饱的瓶颈 因

此城市迁入数量的增加必须与基本农产品的供应增加相适应 粮食作为最稀缺

的农产品 其数量丰裕决定着城市政府能否保证足够的食品满足居民需要 也

便成为城市迁入人口数量的重要决定因素 改革以后 粮食劳动生产率有了显

著提高 粮食供给因素已经不再构成政府决定迁移数量的主要制约 与此同时

满足城市居民的基本福利供给 保证就业成为城市政府对户籍人口的基本承诺

而对户口迁移数量的控制仍然是一种有效手段 根据改革前后中国经济的主要

制约因素 我们把粮食的紧缺程度看作改革前决定计划迁移数量的主要因素

而把就业压力看作改革后决定计划迁移数量的主要因素 在以下的回归模型中

我们以 1952-1998 年人均粮食和就业增长率解释计划迁入率 计划迁入人口占
本地人口的比例 由于使用分省的时间序列数据 截面 时间序列模型适合于

本研究的需要 本研究的估计模型如下

titi eM ,
'

, += Xβ                                          1

tiM , 为某省在某一年份的人口计划迁移率 X表示影响政府决定计划迁移

数量的因素 包括人均粮食产量和就业增长率 在实际回归的过程中 对这两

个变量都滞后了一年 即假定上一年度的粮食产量和就业形势影响下一年度的

                                                       
1 突发事件是指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为维护或争取自己的利益 在按常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的

情况下 所采取的非常方式 具体表现为集体上访 集体静坐 破坏机器 请愿 集体游行

怠工或停工 或称罢工 请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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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计划迁移决策 tie , 为残差项 和其他截面 时间序列模型一样 残差项的

结构决定了应该采用何种估计式以及何种估计方法 在截面 时间序列数据中

影响残差的因素来自于两个方向 即随地区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和随时

间变化但在各地区之间固定的因素 因此 我们可以将上述的残差项表示为

    tititi vue ,, ε++=                                         2

其中 iu 为随地区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tv 为随时间变化但在各地区之

间固定的因素 ti,ε 为随机扰动项

表 1 城市计划迁移数量的决定 1952-1998的分省回归分析
1 2 3 4 5 6 7模型 变量与

其他主要参数
基本模型
1952-1998

控制各省

的固定效

果模型
1952-1998

控制各省

和年度的

固定效果

模型
1952-1998

控制各省

和年度的

固定效果

模型
1952-1998

控制各省

和年度的

固定效果

模型
1952-1998

控制各省

和年度的

固定效果

模型
1952-1978

控制各省

和年度的

固定效果

模型
1979-1998

上年人均粮食 -.0325***
(-.0078)

-.0396***
(-.0081)

.0153**
(.007)

.00083
(.0055)

.0150***
(.0066)

.0304**
(.0127)

.000089
(.0031)

上年就业增长 .408***
(.0433)

.408***
(0.043)

.141***
(.043)

.0133
(.017)

.0249
(.0195)

.0265
(.0268)

.0237*
(.0132)

截距项 33.65
(3.58)

_ _ _ _ _ _

R2 0.046
观察值 930 930 930 930 930 522 408
省份数 26 26 26 26 26 22 26
时间序列数 41 41 41 41 41 26 16

Log Likelihood -3960.13 -3578.6 -3044.76 -2982.54 -1810.54 -977.85
Wald 2 102.37 375.7 2036.06 1347.86 1629.41 3642.76 753.42
Prob> 2 0 0 0 0 0 0 0
异方差假定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自相关类型 无 无 无 各省相同 各省不同 各省不同 各省不同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为在 5%的水平上显著 ***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 1 列出了各种估计式 下面 我们将逐个分析每一个估计式的特性 以
期发现计划迁移决定因素的真实估计 第 1 列给出了基本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
变量为 1952 1998 年的计划迁入人口比率 解释变量为滞后一期的人均粮食产
量以及滞后一期的就业增长率 尽管在使用 OLS 估计时 此处未报告 粮食
变量的系数不显著 但第一列的 GLS 估计系数却均处于显著水平 如果仅从第
一列来观察这两个因素对于迁移政策的影响 那么将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人均



6

粮食产量对计划迁入比例有负面影响 而就业增长有正面的影响 但是 考虑

到时间和地区的变化因素 影响迁移政策的因素不可能仅以这二者就可以穷尽

具体到计量经济学分析上来 应该考虑 2 式中 iu 可能产生的影响 实际上

在第一列的回归中隐含的假定是

0),( =Xiucorr                                           3

但是 这一假定是否合理还有待检验 如果这一假设不合理 那么随机效

果估计式将是有偏估计 基于估计参数的判断也将失真 取而代之的应是固定

效果模型 表 2列出了 Hausman检验的结果 2值表明固定效果模型更适合于

本研究的具体情况 所以 后几列估计式均以固定效果模型为基础 由于时间

序列较长 年际变化常常颇为显著 因此从第 3 列开始 不仅控制了地区效果
还考虑了年度变化的特征 在估计模型中也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 第 3 列与
第 4 列的区别在于 在第 4 的估计式中考虑了各省之间异方差的影响
而且对于时间序列回归所产生的自相关现象也予以考虑 不过在第 4 式中
仍然假设各省之间具有相同的自相关类型 在第 5 列中我们进一步放松这一
假设 考虑了各省之间具有不同的自相关类型的情况 综合各种因素 5 式
的回归结果作为统计分析的基础 为对比改革前后决定迁移因素的异同 6
式和 7 式分别估计了改革前与改革后的情况 以便于对比分析

表 2 估计式选择的 Hausman检验
系  数计划迁移数

固定效果模型 随机效果模型

差异

上年人均粮食 -0.0396 -0.0325 -0.00714
上年就业增长 0.4079 0.4077 0.000285
零假设 两个模型的系数不存在系统差异

2 6.48
Prob> 2 0.0392

表 1 的第 5 列给出了 1952 1998 年的分省回归结果 从该结果看 总体上
说 农产品的丰裕程度主导了迁移政策的变化方向 粮食变量的 t值为 3.79 处
于 1%的显著水平 就业变量的 t 值为 1.28 在统计上不显著 从系数的边际效
果看 人均粮食每增加 100公斤 人口迁入率会增加 1.5 而第 6 列和第 7 列

的结果则说明 农产品紧缺程度在改革以前是更重要的制约因素 即在改革前

粮食每增加 100公斤 人口迁入率会增加 3 而改革以后农产品紧缺程度对人

口迁入率的影响 无论是从显著性看还是从系数的绝对值看 都已经无足轻重

了 与此相反 就业对于迁移政策的影响却逐渐显现 虽然在第 5 列和第 6 列

中 就业变量都不显著 但如果仅仅对改革以后的数据进行回归 会发现就业

变量已处于统计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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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迁移即以地方政府批准户口变动为依据的迁移 它虽然并不能反映一
个地区实际的迁移人口 却可以很好地反映计划者对待迁移的态度 用户口迁

移作为人口流动的代理指标 首先是因为目前尚无从获得关于全部迁移劳动力

或流动人口的可靠估计和截面-时间序列数据 其次 我们相信 那些影响户口
迁移的政策倾向和措施 或多或少与影响人口流动的是一致的 或者说控制户

口迁移与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出发点和程度应该是一致的 第三 由于经济周

期不仅影响城市就业 也会影响农村就业 城市就业紧张时 农村劳动力转移

的压力也大 所以 一个相同的流动人口数字 在城乡就业紧张程度不同的情

况下 所具有的含义截然不同 我们考察政策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是看需要

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抑制 所以 用政府可以控制的户口迁移

数字来作比较 甚至更加能够反映政策的松与紧 回归结果表明 粮食紧张程

度决定了改革前计划迁移政策的松与紧 而居民就业保护的要求决定了户籍制

度的方向

四 城市政府悖论 户籍改革还是就业保护

    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其规模效益而产生的节约 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却由于制度差异而诱生出两种不同的城市发展模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城市

的发展通过自我融资来实现 由于城市聚集所具有的节约功能 有较高效率的

投资是城市规模扩大的源泉 而越是接近于计划体制的城市 其发展则越依赖

于再分配 从城市级别可以观察其再分配的能力 即级别越高 调动资源的范

围也越大 对城市发展的财政补贴是调动资源的一个显示性指标 在表 3 中
我们比较了不同级别城市之间获得补贴的差异 财政体制实行分税制以后 地

方财政收入的多少实际上反映了各城市通过自我融资发展的能力 而地方财政

支出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则需要通过补贴的形式来弥补 因此 以地方财

政支出超过地方财政收入来表征补贴的强度 可以发现级别越高的城市所得到

补贴也就越高2

表 3各级别城市的补贴情况 1996年
直辖市 副省级市 地级市 县级市

平均补贴额 元/人 454.66 364.39 320.35 340.44
标准差 246.67 460.69 354.37 327.12
最大值 742.22 1601.01 1272.54 1987.95
最小值 223.08 -147.34 -1306.07 -487.41
城市数 4 15 207 434

资料来源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97

                                                       
2 实际上 除了级别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城市受到补贴 如贫困地区得到的扶贫资金
民族自治地方获得的补贴等 因此 某些县级城市获得的补贴额很高 使得县级市平均补贴

额高于地级市 更深入地分析级别与补贴的关系需要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



8

    实际上 就业保护并不是现行户籍制度得以维持的惟一原因 城市诸多社

会福利的排他性质也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障碍 在户籍制度之下 城乡居民

甚至不同级别的城市居民享受着不尽相同的福利待遇 导致不同城市采取不同

的态度对待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 还是在于各自的户口隐含着不同的福利

因素 自我融资型城市对经济活动的繁荣昌盛更加重视 对能够为本地经济作

出生产性贡献的外来人口就持欢迎态度 补贴型城市则积极寻求更高一级政府

的补贴或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再分配 担心各种福利 补贴 外流

北京市作为首都和直辖市 是传统福利体制的优越性最为明显的城市 也

是对计划迁移控制最为严格的城市之一 自从 1950 年代末实行户籍制度后 北
京市的户口迁移率迅速下降到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要求不相对应的低水

平 并得以一直保持 图 1 显示 该城市的户口迁入率 仅仅在 1970 年代末因
知识青年回城而有过一次大幅度提高 但随后急剧回复到与计划经济时期大致

相同的水平 1990 年代中期后甚至继续降低 这种变化与同期发生着的经济社
会的全面改革十分不协调 如果说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的话

北京这样的城市可能会成为传统户籍制度的最后堡垒 即使在国家 十五计划

确定了在大中城市全面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情况下 像北京这样的 具有特殊

地位的城市 仍然被给予了可能的例外 如参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2001
但与此同时 北京市这种严格控制人口迁入的做法又是这种体制的题中应有之

义 北京市这种既特殊又一般的特点 使其容易也可以被看作通过户籍控制城

市规模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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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迁入率 78年以后

图 1   1954-1998年期间北京市计划迁入率变化 %
注释 便于更加清晰地观察 图中用右边的数轴重新刻画 1978年以后计划迁入率变化

资料来源 1993 年前来自于 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 1994 年 1992 年

以后数据来自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 群众出版社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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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户籍制度的政策目标出发 我们可以知道它不是独立发挥作用 即在户
口迁移控制之外 城市政府还采取诸如就业政策等手段控制外来劳动力 以北

京为例 我们可以观察地方政府歧视外地劳动力的就业政策与城市就业严峻程

度之间在时间上的相关性 遵循历史和理论逻辑 我们可以把北京市政府对待

外地劳动力的政策演变 按照三个时期的顺序进行叙述 即 1980年代中期至 1991
年为规范 限制时期 1992-1994 年为政策宽松时期 1995 年以后再次进入严
格控制时期 表 4概括了这种政策变化过程中的一些主要规制手段

表 4 不同时期北京市政府对外地劳动力的就业歧视政策
时期 控制数量 证件 收费管理 审批和管理程序 限制行业工种

规范限

制时期

1989-
1991

招收临时工必须具

备本地城市户口

清理 压缩 20~25
万外地农民工 严

格控制招用农村劳

动力

用人单位要为雇用

人员申领 暂住证

和 外地来京人员

做工证

政策宽

松时期

1992-
1994

停止向外地保姆收

取管理费

建立健全外地进京

务工人员劳务合

同 下放招用本市

农村劳动力部分审

批权限 下放使用

外地务工人员部分

权力

严格控

制时期

1995-
2000

严格控制下岗待工

人员较为集中系统

使用外地务工人员

的数量 下岗待工

人员达到 10%的企

业 原则上不准招

用外地务工人员

规定招用下岗职工

和外地务工人员的

比例 对 限制

和 调剂 使用外

地务工人员的行业

和工种如何招用下

岗职工和外地务工

人员作出了规定

对外地来京务工人

员实行总量控制

务工经商人员必须

办理 暂住证 和

外来人员就业

证 就业证

证卡合一 从事

家庭服务的外来人

员须办理 北京市

外来人员家庭服务

员证 规范办理 北

京市外来人员就业

证 的程序 根据

来京时间 从业状

况 现实表现等

为外来人口发放

A B C 三种新型
暂住证

规范外来务工人员

管理程序 加强外

地来京人员管理

收容遣送 三无

人员 对用人单位

招用外地务工人员

从事一些特殊行业

的条件作出了严格

规定

限制使用外地人员

的行业和工种从

1996 年的 14 个增

加到 1997 年的 32

个 1997 年还规定

商业企业不得招用

外来人员从事营业

员工作 1998 年限

制使用外地人员的

行业和工种增长到

34 个 1999 年限制

使用外地人员的行

业共计 8 个 职业

共计 4 个大类 12

个中类 35个小类

103个细类

资料来源 北京市劳动局 历年

直到 80 年代中期 北京市的劳动制度保持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 流动人口
尚未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随着城市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开始 以及由于农村

劳动力向城镇流动 城市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再完全由计划作出 这时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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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遂着手对流动人口和外地劳动力进行管理和规范 这一时期对外地劳动

力的基本政策倾向仍然是限制性的 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 严格控制外地劳动

力数量和实行证件管理 这种排斥外来劳动力的政策倾向 随着 1992 年邓小平
巡视南方 以及随后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和收入预期高涨而有所放松 经

济增长率的提高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对外地民工的态

度变得相对积极一些 因此 北京市对待外地劳动力的政策 经历了一个短暂

的宽松时期 政策的宽松性质表现为 尽管政策并不就是以放开为目的的 但

实际内容中体现出该城市对外地劳动力的需要而不是排斥

    从 1995年开始 北京市与全国一样经历就业形势的严峻化 不少职工下岗
失业 由于把外来劳动力当作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竞争者 政府把实施再就业工

程与对外地民工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统一起来 旨在减少流入城市的外地

劳动力 迄今为止 北京市仍然处于对待外地劳动力最为严格的政策时期 抑

制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首先 对外地劳动力或流动人口的证件管理 形式复

杂 手续繁复 费用高昂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程度 其次 由劳动部门公

布限制外地劳动力所允许从事的行业 工种 岗位等 通过用工单位限制外地

民工的做法 也达到了最为严格的程度 规定之详细 使人联想到典型的计划

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计划 而且规定不允许企业雇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 工种和

岗位越来越多并逐年加码

现实中政策执行并不必然是严格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和个人从经

济理性出发 往往倾向于规避执行不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规定 但是 个人

企业等经济主体如何行为 在与现行政策规定相一致或相违背的情况下 效果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既然政策规定是不利于外地劳动力的 则企业使用外

地劳动力也好 外地劳动力来京务工也好 都面临着更高的成本 从而从程度

上大异于完全根据市场机制配置时的结果

五 总结和政策含义

由户籍制度义理化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 产生于传统发展战略以及与之

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并在改革时期因城市居民在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

谈判地位而继续得以保持 按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 彻底拆除劳动力流

动的制度障碍 有赖于三个条件 第一 地方政府发现那些阻碍劳动力市场发

育的政策既无助于解决失业问题 其实施也不再有充足的合法性 第二 城市

居民发现外地劳动力并不直接构成对他们的就业竞争 他们能够充分就业并不

取决于外地劳动力存在与否 以及是多是少 第三 城市福利体制社会化 依

赖自我融资而不再依赖于补贴 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出发 我们看到户口本身

所含有的福利因素与户籍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 以及改革将会遵循的逻辑顺序

就是说 户籍制度改革将从小城镇 中等规模的城市 最后到大城市乃至北京

上海这些传统体制的最后堡垒的顺序进行 户口的放宽则是按照不同类别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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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具体人群 渐次开放户口进入 而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连的传统福利体制

将城市发展从补贴性转到自我融资性机制上面 最终消除户口的含金量 将使

户籍制度改革的障碍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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